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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当今形势下，要加强道德建设、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必须以法治为基础，必须承认普世价值的客观存

在，必须建立和完善民主制度，必须有基本的个人信仰，这些都是道德建设的前提性基础，如果这些关键问题没有

解决好，则其他的一些诸如理论宣传、思想教育方法等，其发挥作用的余地都非常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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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理解决问题，必须抓主要矛盾，道德建设也是
如此。结合当下的中国现实，我们认为要搞好道德
建设必须重视以下几个问题。
一、道德建设必须以法治为基础
许多伦理学家对伦理学情有独钟，总期望半部

《论语》治天下。前些年，在提出“以德治国”的背景
下大谈要把德治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今天，又将中
央提出的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
篡改成道德治理。我们认为，在个体化不断突显、个
人利益非常明晰的今天，必须以法治为基础，以德治
为引导。
事实上，“道德治理”这一概念也不伦不类。因

为道德是强调个体、强调自律，强调自下而上，而治
理的本质则是自上而下的，虽然从“统治”到“管理”
再到“治理”，其“平民化”的倾向不断增强，但这种变
化只是量变而不是质变，因为其自上而下的基本思
路与动作方向并没有改变。治理国家，法治与德治
都是必须的，社会管理不仅需要抑恶，也需要扬善，

二者是相辅相成的。但是，二者之间要有个合理排
序，有人提倡德法并举，笔者认为这将道德的作用抬
得过高了，社会管理应当是以法治为主德治为辅。
西方有句谚语：“人的一半是魔鬼，一半是天

使。”人有从善与为恶的两种可能。治理国家就像修
建水坝引水灌田，法治主要用于堵恶，德治主要用于
引善；在没有堵住的情况下，水是永远都引不上来
的。因此，在法制不健全或法制成问题的情况下，道
德建设就像漏斗式的水库，道德之水永远都不会将
它装得完满。将道德作为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灵丹
妙药，是道德理想主义的做法。
二、道德建设必须以认同普世价值为背景
普世价值是有其内在规定的。我们说存在普世

价值，并不是说所有的价值都是普世的，而是说价值
作为一个具有多层次和多方面的体系，其中有一部
分一定是适用于全人类的。当然，普世价值不等同
于西方价值，更不等同于某个或某些西方人提出的
一些价值。但如果西方价值或西方人提出的一些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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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超越了其民族的、区域的界限，而适用于全人类的
话，那么它们就是普世的，我们照样可以拿来用。市
场经济虽然最早被西方使用，但它并不只属于西方，
东方国家同样可以用，正如邓小平所说，市场只是手
段，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同样可以用，对于某
些“西方”价值，我们决不能作茧自缚。许多人类共
同的优秀的文化，我们如果将其排除在外，那是多么
愚蠢！

我们可以从人的三重属性角度理解普世价值。
人是类性、群体性、个体性的统一，人具有的三种属
性一般表现为三种存在层次，即类性的存在、群体性
的存在以及个体性的存在。一般情况下，通常我们
强调人的国家、民族属性及其表现方面是有其合理
性的，但不能一味如此，这是因为：第一，国家、民族
属性及其表现方面，并不是人的唯一属性和表现方
面，人同时还存在着类属性及其表现方面、个体属性
及其表现方面，如果只强调人的国家、民族属性及其
表现方面，就势必导致人的发展的片面和人的异化；
第二，国家、民族属性及其表现方面也不是人的最高
的属性和表现方面，虽然群体主义往往认为国家、民
族属性及其表现方面要高于人的个体属性及其表现

方面，但我们认为，在其上还有类属性及其表现方
面———正如群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人类整体利益高
于国家、民族利益一样，基于整体高于或大于部分甚
至部分之和这样的根据和逻辑，承认国家、民族利益
高于个人利益，就必须承认人类整体利益高于国家、
民族利益，否定国家、民族利益之外还存在着人类整
体利益，也就要否定个人利益之外还存在着国家、民
族利益，因为它们之间的顺推关系是一脉相承的，如
果我们一方面肯定国家、民族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另
一方面又否定人类整体利益高于国家、民族利益，那
么我们就是在处理类似的问题上使用了两个标准、
两套原则，这是不公平的；第三，国家、民族属性及其
表现只是人的群体属性及其表现的两个方面，并不
是人的群体属性及其表现方面的全部，因为人还有
无数的其他方面的群体属性和表现方面，还有种族
的、性别的、宗教的以及因各种分工而产生的各种社
会群体所形成的相应属性及其表现方面，显然，仅仅
强调国家的、民族的属性及其表现方面，仅仅用国家
的、民族的属性及其表现方面来强制压迫甚至彻底
淹没人的其他群体属性及其表现方面，也是非常不
妥甚至是危险的，其结果往往不是增加社会和谐，而
是添烦加乱。
从强调国家、民族利益（包括各种政治利益）的

角度出发而否定普世价值，从人类精神文化发展的
角度来讲，更可能得不偿失。如果不承认普世价值，
人类价值共识就没有了内在基础，人类和平就没有
了价值之根。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定不能轻率了
事，一定要要站得更高，看得更远。
三、道德建设必须有民主制度的支持
民主并不是完美的，它有自己的局限，这种局限

既表现在过程中，也表现在结果上。
首先，民主是靠一系列程序实现的：最初由公民

投票选出自己的代言人，然后由代言人组成的议事
组织依照多数人决定原则作出决策，最后将决策委
托给政府予以贯彻执行。关键问题就在于，一方面
代言人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表达普通公民的心声，并
且他代表再充分也不可能表达所有公民的心声，因
而普通公民直接参与政治决策、表达自己意愿的空
间被大大削减；另一方面政府的日常行政权力则日
益独立，它时常有可能背离公众意志而作出损害公
众利益的决策。
其次，由民主方式形成的共识，不可能是所有人

都赞同的共识，因为一则人与人之间有差异，二则民
主只遵从多数人的意见。只遵从多数人的意见意味
着对少数人的意志与利益的忽略，一般说来忽略的
是两类人的意志与利益：一类是身处民主决策程序
之内但并不认同多数人意志的所谓的少数派群体，
另一类是本身无法作为在场的当事人参与民主程序

但其命运又为民主决策之结果所左右的那部分人群

（如尚不具备或已经丧失自我意识的人及未来人）。
因此，对于这两类人来讲，民主程序及相应决策可能
导致对他们权益的侵害。
正是由于民主制度本身的存在一些缺陷，德国

责任伦理学家约纳斯认为，在生态危机日趋严重的
今天，靠传统的民主方式来促进生态保护往往收效
甚微，因为常规的民主难以使民众主动放弃习以为
常的当下的现实利益。对于一般民众而言，相较于
长远利益，他们更加看重当下利益，相较于整体利
益，他们更加看重个人利益。因此，在经济与环保、
利益与义务之间，他们总更倾向于选择前者。于是
约纳斯提出，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人类可持续发展的
整体利益，我们完全可以放弃常规的民主决策，实施
一种具有某种生态启蒙意味的生态专制，以促进人
类的安全发展。
针对此观点，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自由主义思

想巨人达伦多夫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说：“如果是
为了人类的持续生存而赋予一小撮专家、哲学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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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民的决断、选举权利进行限制的特权，那么我就
要怀疑，这样一种持续生存是否值得。”这番话意味
着被胁迫的所谓更好的生活是不值得的，自由就是
生命的本质，没有自由的生命是不值得去活的。
达伦多夫的批评意见当然是有价值的。但在笔

者看来，约纳斯问题所表现出来的更本质的东西是
社会精英价值与一般大众价值的冲突。由于社会精
英与一般大众存在经济状况、社会地位、文化程度上
的差异，于是他们所秉持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也是有
很大差异的，因此他们对首要价值、长远价值、社会
责任的认同也存在差异，正如城市管理者与摆摊商
贩的价值冲突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生态启蒙
的专制，不过是统治者用自己的或某些精英的价值
选择、利益意愿来替代大众的价值选择、利益意愿而
己，其结果往往是以损失民众的当下利益来换取所
谓的、其实并非完全属于“社会”的长远利益，一般民
众因此而遭受了巨大的权益损失。
的确，民主制度本身的缺陷，给我们留下了一些

如何完善它的想象空间。也许在理念上，我们可以
设想一种有道德与科学保证的决策机制，在这种情
况下，针对一些具体问题，专制决策也许比民主决策
更有效，但这样的理念一旦付诸实践往往会有危险。
一是专制制度必须以道德和科学作为保证，但专制
者却无法做到每一个决策的道德性与科学性。如果
专制者能够阐释其决策的道德性与科学性而其他民

众对此毫无异议，那么这样的决策是可行的，但若真
如此行为，这其实又回到了民主程序之中了，因为这
不过是民主对专制的“听政”而已。二是这种具体项
目的专制可能使整个民主政治的内在基础坍塌。在
某些方面可以决策专制，就意味着民主制度并不是
唯一的好的制度，就意味着民主与专制各有自己的
适用领域，它们在人类决策史上应当并驾齐驱。因
此在人类政治文明的坝底上打一个专制的小穴，其
危险性是可以想见的。
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成，使马克思对于道德的历

史相对性以及基于这种相对性而产生的道德阶级性

具有深刻的洞见。马克思之所以常常讽刺各种所谓
的普遍的正义，是因为马克思充分认识到了道德的
历史相对性、阶级局限性、社会依附性和意识形态脆
弱性。道德的这些属性，并不是浅层次的道德内容
丰富多样性的表达，而是道德基于生产力、经济基础
和社会关系而受到的各种限制。就此而言，马克思
的历史唯物主义为人们理解道德提供了某种现实的

认证基础，他的这种理解被英国学者诺曼·杰拉斯

称之为“道德现实主义”。
因为道德的阶级性，所以马克思不承认普遍的

“正义”，他对《哥达纲领》未加区分地贸然使用“正
义”概念感到不满。没有严格限定的正义概念，不可
能准确反映工人阶级的特殊利益要求，也就不能表
达工人阶级相应的道德要求，也就可能在资本主义
条件下被资产阶级塞进自己的“正义”内涵，最终导
致工人阶级的革命诉求被弱化为资产阶级的改良主

义。因此，在原初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抽象地
大谈所谓普遍正义、大讲一般的道德，其实是变相地
给资本家帮忙，而道德也成了资本的帮凶。
当然，道德有其超越阶级利益的人类整体利益

与个体自由价值取向，但是，在阶级对立非常突出的
时代，完全忽视道德的阶级属性也必成问题。当一
种基于阶级对立的、只为部分人谋取更多利益的社
会形态或制度形式从根本上吞噬着普遍个体利益的

获求和阻碍着人类整体利益的生成时，改变这种社
会、否定这种制度就成为人们求取合理生存的首要
的、必须的任务。
当然，道德、民主制度建设也是一个过程，不可

能一蹴而就，我们的道德建设也不是要等待相应制
度建立了、相应问题解决了之后才能着手。我们要
将道德建设与包括民主制度在内的正义制度建设一

并进行。但是，我们一定要看到道德建设对社会现
实、对经济基础、对政治制度的依赖性，在“官要腐
败得利”的情况下，要做到“民要道德听话”基本上是
不可能的，它不是“皇帝的新衣”，就是“愚民”的胡
话。所以，中央当下的反腐举措构成了道德建设的
必经之路，它在客观上为道德建设开辟了发展的可
能空间。
四、道德建设必须有个体信仰的支持
信仰作为人的思想意识的高端形态，它使人们

无依的精神得以安顿，烦燥的心灵得以平复，倦飞的
思想得以栖息。它使人的生命获得永恒的价值，使
人的本质得到充分的显现，使人的利益得到合理的
实现。因此，信仰对于道德建设的意义是显而易见
的。
当前，中国人的道德状况出现了一些严重的问

题，造成这种状态的原因是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信仰
缺失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有人提出，当前
道德堕落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我认为此论
难以成立。社会经济发展史告诉我们，道德危机与
市场经济体制之间根本不存在一种因果关系。不可
否认，市场经济的确是建立在个体对物质利益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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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之上，没有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就没有市
场经济。但是，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本身并不是
坏事，关键在于人们对它如何理解。首先，物质利益
并不是人们生活的全部，人们还可以追求精神文化
方面的东西；其次，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手段要合理
合法，不能为了利益目的而不择手段。如果人们对
追求物质利益有这样的理解，那么市场经济就不是
与道德建设直接对立，而是有许多可以协同的地方。
一方面，市场经济需要具有时代气息的、正当合理的
道德原则进行规范，另一方面，道德原则也需要必要
的物质力量的有力支持，这样一种良性互动正是人
们所期望的。
我们认为，信仰可分为三个层次：对神的信仰，

对道的信仰，对合道的信仰。
所谓对神的信仰是指一种极具超越性的宗教信

仰，“宗教既直接在教义中阐述伦理规范，又以教义
为依据，间接地制定了各种伦理规范。宗教在现实
社会中所表现出的影响力主要在于它的道德规

范”［１］。宗教信仰对个人的道德约束作用主要表现
在宗教理念、宗教戒规和宗教仪式之中，它们在“规
范教徒行为、增强僧团凝聚力、净化心灵、提升生命
境界等方面，在圣化世俗道德，维护社会正常道德关
系、道德秩序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２］。
所谓对道的信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表现得比

较突出。所谓道，本义是指人走的道路，后引申为规
律、原则、准则、宇宙的本原等意思。春秋战国时期，
有天道、人道之分，天道即自然运行的规律，人道即
做人的最高原则。道家注重天道，而儒家则注重人
道，由于天人合一，天道与人道是完全可以相通的，
所以董仲舒才提出“道之天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
变的思想”，自汉以后，儒家独尊，因此，中国人对道
德的信仰主要是对人道的信仰。有人说，中国人没
有信仰，现在没有，过去也没有。我们认为不能一概

而论。《中庸》中所谓“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
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
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的思想，孟子所谓“尽其心
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的理论，其实都是
一种信仰，只不过相较于西方人对神的信仰，中国人
对人道的信仰没有那样高远的超越性而已。也就是
说，中国人的信仰不一定就是通过宗教的一种非理
性的方式来使人们坚信生命的永恒，而是通过理性
的论证使人们达到德性完满；不是将人们引向理想
的终极价值领地，而是使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实现精
神不朽。
中国绝大多数老百姓都有多神论的自然宗教信

仰，相信自然万物皆有神性，人们“见庙就烧香，见神
就磕头”。但这种多神信仰并不具有利益超越性，因
为人们敬神信鬼目的是为了获得保佑，获得雨顺年
丰。
所谓对合道的信仰，是指允许人们有功利追求，

但必须符合人道原则，也就是符合伦理规范，简要来
说也就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今天我们推行的是
市场经济制度，这是对“君子爱财”基本前提的一种
认定。如果不认定“君子爱财”，也就没有必然和可
能建立市场经济制度，既然“君子爱财”已经铁定，那
么就只能在此基础上强调“取之有道”了。
基于“君子爱财”的“取之有道”要成为一种信

仰，其根本点是人的物质与精神的二重属性的统一。
许多中国人相信“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其实是强
调人不可能摆脱具体的物质利益，而马克思则指出
“真正的人等于思维着的人的精神”，这实则是强调
人不能放弃精神追求。我们既不能把人提升为神，
也不能把人降低为动物，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
们不能断然否定人们的物质利益追求，但是一定要
对之进行精神方面规范与限制，因此“取之有道”必
须成为中国大众最基本的精神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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